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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测算出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程度的基础上ꎬ运用空间计量方法首次深

入剖析集聚模式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ꎬ并进一步从时间异质性和距离异质性视角刻

画上述机制ꎮ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首先ꎬ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及其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有助

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的协同集聚则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

负向冲击ꎬ这一负向冲击主要产生于２０１２年后ꎻ其次ꎬ虽然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

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大于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ꎬ但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

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正向作用的显著性上限为３００公里ꎬ地理距离对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

正向效应的制约力则不显著ꎻ最后ꎬ就业密集度、人力资本深化和生产率提升均有助于制造业资

本回报率的提升ꎬ研发投入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不显著ꎬ中国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持续提

升还有赖于劳动者技能提升和技术进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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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取得了令学界赞叹的“经济奇迹”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这一

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高投资、高产出” [１]和“引进外资从事加工贸易的国际代工、嵌入发达国

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引致出口剧增” [２] 的经济增长模式ꎬ然而这一增长模式不仅导致了中国区间产业严

重同构ꎬ还使得经济增长质量、效益普遍较低[２－３]ꎮ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环境压力持续增长ꎬ上述增

长模式逐渐变得举步维艰ꎮ有鉴于此ꎬ十九大提出了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变的

发展战略ꎬ因而转变长期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成为了当前经济发展

的重要任务[４－５]ꎮ由于资本要素的流动会推动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的空间再配置ꎬ进而对异质性资源要素

的利用效率和回报率产生影响[３]ꎬ为此ꎬ提升投资效率和资本回报率是实现上述任务的重要途径ꎮ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造成资本回报率动态波动的关键因素[６－７]ꎬ而产业资源空间集聚则会对制造业转

型升级产生深远影响[８]ꎮ产业资源空间分布和集聚的本质是中间品、劳动力和知识要素在不同空间的配

置[９]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以知识要素密集型中间品的形式融入生产过程ꎬ能有效地耦合制造业的人才、知
识、中间品和生产环节ꎬ被视为制造业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剂[１０]ꎮ由此ꎬ我们自然会产生一个疑惑ꎬ生产性

服务资源空间集聚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呈现出三种类型:生
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生产过程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生产过程协

同集聚ꎮ这三类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呢?提高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和生产性服

务资源利用效率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升的根本途径和核心内容ꎬ也是我国应对当前资源错

配(特别是资本和生产性服务资源)ꎬ进一步释放要素空间再配置的重要手段[３]ꎮ为此ꎬ探索上述问题的答

案对中国制定摆脱生产性服务资源低效均衡、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优化生产性服务资源空间溢出效应和缓

解要素资源错配方面的政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ꎮ
虽然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和资本回报率的研究历史并不长ꎬ但一方面生产性服务资源会对制造业产品

质量升级[９]、生产率提升[１０]、技术进步[１１]和生产成本降低[１２]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ꎻ另一方面资本回报率既

是经济高质量、高效益运行的重要标志[３]ꎬ也是激发资本要素活力、优化劳动力和知识配置效率的关键因

素[６]ꎮ二者迅速成为了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ꎬ经过近些年的发展ꎬ逐渐形成了以下两个相对系统的研究领域:
一是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的研究ꎮ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８９) [１３] 对生产性服务(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内涵的界定ꎬ

开启了生产性服务资源系统研究的先河ꎬ融入生产过程既是生产性服务资源的生存之道[１０]ꎬ也是其发挥

各项功能的核心途径ꎬ因而早期关于生产性服务资源的研究多关注其对制造业的促进功能[１１]及生产性服

务资源与制造业的耦合、互动机制[１４]ꎮ由于生产性服务资源发展趋势呈现出典型的空间集聚分布特

征[１５]ꎬ为此ꎬ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越来越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焦点ꎮ已有研究多在运用 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１９９７) [１６]、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４) [１７]等方法测度出集聚度的基础上ꎬ深入分析生产性服务资源的集

聚效应ꎮ已有研究多表明: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经济绩效[１８]、全要素生产率[１９] 和技术创新[２０] 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ꎬ也有部分学者尝试对比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经济效应的差异[２０]ꎮ综上

可知:虽然学界对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大量的深耕ꎬ但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其他产业

的协同集聚以及自身集聚与协同集聚经济效应差异的研究仍属于“少垦之地”ꎮ
二是资本回报率的研究ꎮ中国的高投资率和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并存的事实ꎬ不仅使得已有的理论框

架难以为其提供科学的解释[６]ꎬ还激发了学界研究资本回报率的热情ꎮ早期研究集中于资本回报率测度

方法的构建领域ꎬ如 Ｂａｉ 等(２００６) [２１]、白重恩和张琼(２０１４) [２２] 以及黄先海等(２０１１) [２３] 等均从多个视角

构建了资本回报率的识别方法ꎮ在度量方法相对成熟后ꎬ资本回报率变迁的动因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ꎬ如
刘晓光和卢锋(２０１４) [６]与张勋和徐建国(２０１６) [７]等均在该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ꎬ已有研究发现资本深

化[７]、技术进步[２３]、资源配置方式[２４]、全要素生产率[２２]、金融效率[２４] 和产业升级[３] 均会对资本回报率产

生影响ꎮ也有少量学者开始尝试探究资本回报率波动的经济效应ꎬ如陈虹和朱鹏珅(２０１８) [２５] 深入剖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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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回报率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机制ꎬ认为资本回报率是影响中国区域间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ꎮ综
合梳理可以发现:资本回报率的测度、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ꎬ学界也意识到资源配

置方式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重要影响ꎬ但鲜有学者深入剖析生产性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对资本回报率的影

响ꎬ更无学者探究生产性服务资源不同集聚类型对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及其差异ꎮ
综合可知ꎬ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和资本回报率同属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ꎬ但二者的研究长期处于“平行

而无交集”状态ꎬ仅能从已有研究中推导出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资本回报率可能具有如下作用机制ꎮ一是

促进作用ꎮ生产性服务资源的自身集聚或与工业协同集聚所具备的空间外溢效应ꎬ会对工业技术进步、生产

成本降低产生正向影响ꎬ进而推动资本边际产出的提升ꎬ从而有利于资本回报率的提升ꎻ二是抑制作用ꎮ生产

性服务资源集聚往往意味着知识密集型资本的集聚ꎬ进而促进当地的资本劳动比提升和资本深化ꎬ要素回报

率边际递减规律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一定负向效应ꎮ交集型经验分析的缺乏使得学界始终无法知悉二者的

实际作用机制ꎬ更无法构建准确政策启示助力资本回报率和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的良性互动ꎮ有鉴于此ꎬ本
文以中国２６５个地级城市生产性服务资源的自身集聚和协同集聚测度为切入点ꎬ首次细致分析生产性服务资

源异质性集聚类型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ꎬ并从多维细分视角进行剖析ꎬ以期在弥补现有研究缺憾的

基础上ꎬ首次将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类型和资本回报率等相对分散的研究领域进行有效对接ꎬ为我国制定制造

业资本回报率提升、生产性服务资源空间配置方式优化和高质量增长方面的政策提供更为可靠的经验证据ꎮ

二、 关键变量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一) 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要分析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制ꎬ为此ꎬ本文关于集

聚的测度方法涉及到两类:一类是自身集聚的测度ꎮ综合权衡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Ｈｏｏ￣
ｖｅｒ 指数和集中度等自身集聚测度方法和本文的数据特征ꎬ笔者以区位商衡量生产性服务资源的自身集

聚ꎬ具体方法如下:

ＰＳＪｉ ＝
ＳＬｉ / Ｌｉ

ＳＬ / Ｌ (１)

其中ꎬＰＳＪｉ 为 ｉ 地区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度ꎬＳＬｉ 为地区 ｉ 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ꎬＬｉ 代表 ｉ 地区总就

业人数ꎬＳＬ 表示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ꎬＬ 代表全国总就业人数ꎮ
另一类是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ꎬ目前衡量产业协同集聚的常用方法有 Ｅ￣Ｇ 法和 Ｄ￣Ｏ 法两类ꎬ但两类

方法各有优劣ꎬ笔者借鉴陈建军等(２０１６) [２６]的处理方法ꎬ以如下方法衡量生产性服务资源的协同集聚:①

ＳＸＪｎ
ｍｉｊ ＝ [１ － ｜ Ｓｍｉ － Ｓｍｊ ｜ ∕ ｜ Ｓｍｉ ＋ Ｓｍｊ ｜ ] ＋ [Ｓｍｉ ＋ Ｓｍｊ] (２)

其中ꎬＳＸＪｍｉｊ为生产性服务资源与特定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数ꎬ该指数越大说明协同集聚程度越高ꎬＳｍｉ

为产业 ｉ 在城市 ｍ 的集聚程度ꎬＳｍｊ为产业 ｊ 在城市 ｍ 的集聚程度ꎮ参照陈建军等(２０１６) [２６]的处理方法ꎬ笔
者以(１)式核算方程(２)中各地区不同产业的集聚度 Ｓꎮ借鉴余泳泽等(２０１６) [２７] 的做法ꎬ笔者选择了«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

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产业ꎮ考虑到数据的连贯性和可获得性ꎬ笔者删除

了部分数据有缺失的城市ꎬ选取了２６５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ꎬ②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ꎮ笔者分别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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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建军等(２０１６) [２６]论证了方程(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ꎮ其研究表明:方程(２)测度结果与 Ｅ￣Ｇ 法测度结果的相关系

数达到了０. ９４０９ꎮ为此ꎬ陈建军等(２０１６) [２６]认为方程(２)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ꎮ不仅如此ꎬ与 Ｅ￣Ｇ 系数相比ꎬ方程(２)
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够刻画“协同质量”ꎬ还能刻画“协同高度”ꎮ详见陈建军等(２０１６) [２６]一文的说明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共统计了２９１个城市数据(２０１６年)ꎬ因数据缺失比较严重或统计数据不连续而删除的地级市

有:长治市、朔州市、忻州市、双鸭山市、伊春市、牡丹江市、黑河市、蚌埠市、马鞍山市、惠州市、防城港市、贵港市、三沙市、儋
州市、巴中市、资阳市、六盘水市、毕节市、铜仁市、普洱市、拉萨市、金昌市、白银市、海东市、吴忠市、中卫市等共计２６个ꎮ



了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协同集聚等三

个集聚指数ꎮ表１报告了２６５个城市测度结果在不同区域的均值ꎮ可知首先从全国层面上看ꎬ生产性服务资

源的自身集聚系数基本维持在０. ８左右ꎬ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ꎬ而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

提升了８. ２２８％ ꎬ与农业协同集聚程度提升了１. ９２６６％ ꎮ这一定程度上表明:首先ꎬ我国生产性服务资源与

制造业和农业的融合程度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ꎻ其次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明显大于

其与农业的协同集聚指数ꎬ可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资源在空间上的融合集聚程度高于农业与生产性服

务业的融合集聚程度ꎬ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生产性服务资源立足于生产过程ꎬ制造业生产

过程对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中间品的要求往往高于农业生产ꎬ进而使得其与生产性服务资源有更高的空间

集聚度ꎻ最后ꎬ从区域上看ꎬ东部地区三类集聚值均大于中部地区ꎬ而中部地区的集聚程度高于西部地区ꎬ
可见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程度在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呈现递减趋势ꎬ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递减趋势ꎬ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对生产性服务资源的需

求越高[１２ꎬ１９]ꎬ从而使得东部地区三类集聚均高于中、西部ꎮ

表１　 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与协同集聚测度结果的均值

地区 类型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增幅

全国

ＰＳＪ ０. ８４２４ ０. ８４４２ ０. ７８４５ ０. ８０２６ ０. ８０３９ ０. ８０７３ ０. ８１０９ ０. ８１５１ ０. ８１７５ ０. ８２０６ ０. ８２９４ － １. ５４８
ＳＸＪＡ ２. ４１４１ ２. ７３６９ ２. ４９１９ ２. ２９４１ ２. ５９６５ ２. ５４２１ ２. ６２８７ ２. ５２９１ ２. ７１０９ ２. ５１１６ ２. ４６０６ １. ９２６６
ＳＸＪＭ ２. ５４３６ ２. ６９２６ ２. ７４６８ ２. ６７９６ ２. ６７９１ ２. ７１ ２. ６７９４ ２. ７５４７ ２. ６８７８ ２. ７１０４ ２. ７５２９ ８. ２２８

东部

ＰＳＪ ０. ８６０８ ０. ８５８６ ０. ８５６２ ０. ８３２４ ０. ８４４１ ０. ８５１４ ０. ８５２２ ０. ８４７４ ０. ６５６４ ０. ８０４８ ０. ８４７４ － １. ５５６
ＳＸＪＡ ２. ７５４８ ２. ７９８７ ２. ８７８９ ２. ７９６３ ２. ４７９８ ２. ８７１２ ２. ９９４ ２. ８６６８ ２. ５３０９ ２. ８５５９ ２. ７５８８ ０. １４５
ＳＸＪＭ ２. ８３０４ ２. ９９７８ ３. １７１２ ３. ０２１８ ２. ９９１９ ３. ００２９ ２. ９８７ ２. ９８９４ ２. ７７５７ ２. ９６２ ２. ９４７８ ４. １４６

中部

ＰＳＪ ０. ８３９６ ０. ８３３１ ０. ８１７４ ０. ７８３６ ０. ８２１５ ０. ８２８４ ０. ８５１１ ０. ８５４３ ０. ６４９２ ０. ７２３９ ０. ８１４８ － ２. ９６２
ＳＸＪＡ ２. ３２１４ ２. ３３２１ ２. ３７０８ ２. ３４９６ ２. ２５４７ ２. ５２９ ２. ６２２１ ２. ６０７２ ２. ６５ ２. ９１３６ ２. ５７１７ １０. ７８３
ＳＸＪＭ ２. ６０９３ ２. ５５８１ ２. ７４２４ ２. ７５１７ ２. ５２０８ ２. ５０４６ ２. ５４２２ ２. ５２９５ ２. ４５４５ ２. ６４９６ ２. ６５３８ １. ７０３

西部

ＰＳＪ ０. ７８６５ ０. ７６８６ ０. ７６８２ ０. ７３２６ ０. ７４１７ ０. ７３１７ ０. ７５１９ ０. ７３５４ ０. ５６８３ ０. ６９４２ ０. ７５７１ － ３. ７３９
ＳＸＪＡ １. ９９９９ ２. ０８７１ ２. ０３２ ２. ０２４３ １. ８５８１ ２. １００６ ２. ２２３ ２. １３２１ １. ８３７２ ２. ２０１８ ２. ０３６２ １. ８１４４
ＳＸＪＭ ２. ５５４４ ２. ５０９４ ２. ３０９７ ２. ２４２９ ２. ４５３ ２. ４５６１ ２. ４６２６ ２. ４４４９ ２. ３３９６ ２. ３８１３ ２. ４５７９ － ３. ７７６

　 　 注:ＳＸＪＭ 代表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值ꎬＳＸＪＡ 代表与农业协同集聚值ꎬ增幅的单位为％

(二) 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

学界在测度方法领域的深入探讨为本文测度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提供了深刻的洞见ꎬ综合权衡方法的

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ꎬ笔者借鉴刘晓光和卢锋(２０１４) [６]的研究以利润总额与固定资产之比来衡量制

造业的资本回报率ꎮ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笔者测度了２６５个城市制造业的资本回报率ꎬ图１报告了全

国层面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的资本回报率ꎮ可知整体而言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间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回报率呈现上升趋

势ꎬ而２０１１年后中国制造业的回报率呈现略微的下降趋势ꎮ这一结论既印证了２０１１年前我国投资量增和资

本回报率升并存的事实特征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投资量增与回报率升并存的状态可能难以持续ꎬ继续

采用投资量的粗放型扩大的经济政策ꎬ可能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面影响ꎮ

图１　 １９９６—２０１５中国制造业资本回报率

８７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９ 年



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虽能从已有研究中推导而得ꎬ但经验研究仍缺乏ꎬ尚无

学者证实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ꎬ为避免实证结果出现无长期均衡关系的“伪回归”ꎬ笔者采用 Ｋａｏ￣ＡＤＦ
检验对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与资本回报率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ꎮ表２报告了相应的结果ꎬ可知:滞后

一期与滞后二期的 Ｋａｏ￣ＡＤＦ 检验值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下证实了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与资本回报率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ꎬ为此ꎬ排除了“伪回归”的风险ꎮ

表２　 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与资本回报率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样本
自身集聚 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与农业协同集聚

Ｔ 统计值 概率 Ｔ 统计值 概率 Ｔ 统计值 概率

滞后一期 － ９. ８４０７７１ ０. ００００ － ９. ７２１３７１ ０. ００００ － ９. ６８１８２８ ０. ００００
滞后二期 ３. ８３９０９６ ０. ０００１ ３. ９５４４３９ ０. ０００１ ３. ９９６５５５ ０. ００００

图２　 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关系的散点图

为了更直观地判断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制ꎮ笔者进一步绘制出了

相应的散点图ꎬ由图２的拟合曲线斜率可知: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会对制造业产生正效

应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协同集聚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ꎮ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原

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会使得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便利地获得生产

性服务资源的支持ꎬ进而推动其生产升级ꎬ对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产生正向影响ꎬ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

两类集聚所产生的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ꎮ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资源是有限的ꎬ当生产性服务资源流向农

业时ꎬ制造业获得生产性服务资源支持的机会就会降低ꎬ进而对制造业的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ꎮ当然

这仅仅是无条件相关的方向性判断结论ꎬ后文将以空间面板模型结合相应的控制变量进行实证解析ꎬ以得

到更为科学可靠的结论ꎮ

三、 研究的设计

(一) 空间相关性的判断

本文以２６５个城市为样本研究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类型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制ꎬ由于城市间的距离存

在差异且资本具有较强的空间流动性ꎬ即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ꎬ为此ꎬ笔者先判断被解释变量的

空间相关性ꎬ再确定实证模型的选择ꎮ本文以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来判断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ꎬ计算公式如下:

Ｍｏｒａｎ􀆳ｓＩ ＝
∑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Ｙｉ － 􀭵Ｙ)(Ｙ ｊ － 􀭵Ｙ)

Ｓ２∑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３)

其中ꎬＷｉｊ 为空间权重矩阵ꎬＹｉ 和 Ｙ ｊ 为城市 ｉ和 ｊ的制造业资本回报率ꎬｎ为城市数量ꎬＳ２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２ꎬ􀭵Ｙ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ꎮ为了刻画 Ｍｏｒａｎ􀆳ｓＩ 指数的显著性ꎬ笔者以标准 Ｚ 统计进行检验ꎬ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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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Ｍｏｒａｎ􀆳ｓＩ) ＝ Ｍｏｒａｎ􀆳ｓＩ － Ｅ(Ｍｏｒａｎ􀆳ｓＩ)
ＶＡＲ(Ｍｏｒａｎ􀆳ｓＩ)

(４)

其中 Ｅ(Ｍｏｒａｎ􀆳ｓＩ) ＝ － １
ｎ － １ꎮ

表３　 中国城市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距离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整体
系数 ０. ７２５∗∗∗ ０. ７３１∗∗∗ ０. ７２７∗∗∗ ０. ７３０∗∗∗ ０. ７２９∗∗∗ ０. ７２６∗∗∗ ０. ７３５∗∗∗ ０. ７４２∗∗∗ ０. ７４２∗∗∗ ０. ７４３∗∗∗

Ｚ 统计 ４６. ７４ １２. １７ １８. ０７ １２. ９６ １２. ４７ １５. ２６ １２. １５ １２. ２３ １２. ４０ １２. ６４
０ － ３００
公里

系数 ０. ９０６∗∗∗ ０. ９１７∗∗∗ ０. ９１０∗∗∗ ０. ９１４∗∗∗ ０. ９１２∗∗∗ ０. ９０８∗∗∗ ０. ９１７∗∗∗ ０. ９２２∗∗∗ ０. ９２２∗∗∗ ０. ９２３∗∗∗

Ｚ 统计 ４６. ６９ １２. ２０ １８. ０７ １２. ９７ １２. ４６ １５. ２４ １２.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２. ３０ １２. ５５
０ － ５００
公里

系数 ０. ８６０∗∗∗ ０. ８６８∗∗∗ ０. ８６４∗∗∗ ０. ８６７∗∗∗ ０. ８６５∗∗∗ ０. ８６１∗∗∗ ０. ８７１∗∗∗ ０. ８７９∗∗∗ ０. ８７９∗∗∗ ０. ８８０∗∗∗

Ｚ 统计 ４６. ６９ １２. １７ １８. ０８ １２. ９６ １２. ４６ １５. ２５ １２. １３ １２. ２１ １２. ３７ １２. ６１
０ － １０００

公里

系数 ０. ７８５∗∗∗ ０. ７９１∗∗∗ ０. ７８８∗∗∗ ０. ７９０∗∗∗ ０. ７９０∗∗∗ ０. ７８６∗∗∗ ０. ７９８∗∗∗ ０. ８０７∗∗∗ ０. ８０８∗∗∗ ０. ８０７∗∗∗

Ｚ 统计 ４６. ７２ １２. １５ １８. ０７ １２. ９５ １２. ４８ １５. ２６ １２. １８ １２. ２９ １２. ４６ １２. ６９
　 　 注:∗∗∗ꎬ∗∗和∗分别代表在１％ ꎬ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借助方程(３)和(４)ꎬ笔者识别了２６５个城市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在不同地理距离上的空

间相关性ꎮ表３报告了整体、０~３００公里、０~５００公里和０~１０００公里四个层面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及其相应的 Ｚ
统计量ꎮ可知ꎬ首先ꎬ不同地理距离层面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显著为正ꎬ这表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

的正向空间相关ꎬ为此ꎬ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ꎻ其次ꎬ随着距离的扩大ꎬ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
数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ꎬ这表明距离越近ꎬ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空间相关性越高ꎻ最后ꎬ随着时间的推移四

个层面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ꎬ可见中国城市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空间相关性呈日益加强的趋

势ꎮ综上可知ꎬ空间相关性是影响我国城市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变化的重要因素ꎮ为此ꎬ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模

型刻画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ꎮ

(二) 空间面板模型的设定与变量的选择

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估计结果证实空间外溢效应显著存在ꎬ为此ꎬ采用普通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

证分析ꎬ所得结论可能是有偏的ꎮ笔者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检验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

的影响机制ꎮ笔者构建如下基础性计量方程:
ＨＢＬｉｔ ＝ α ＋ βＪＪｉｔ ＋ γｉＸ ｉ ＋ εｉｔ (５)

ＪＪ 和 ＨＢＬ 分别代表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类型和制造业资本回报率ꎬＸ 为控制变量ꎮ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１０) [２８]

指出空间计量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设定为:
ｙｔ ＝ τｙｔ － １ ＋ δｗ′ｉｙｔ ＋ ｘ′ｉｔβ ＋ ｄ′ｉＸ ｉδ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６)

εｉｔ ＝ λｍ′ｔεｔ ＋ ｖｉｔ (７)
其中ꎬｙ 为被解释变量ꎬｘ 为解释变量ꎬｄ′ｉＸ ｉδ 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ꎬｄ′ｉ 为相应空间权重矩阵 Ｄ 的第

ｉ 行ꎬγｔ 为时间效应ꎬｍ′ｔ 为空间扰动矩阵的第 ｉ 行ꎮ为降低添加“过多控制因素”给空间矩阵带来“噪音”ꎬ
笔者基于各城市间的地理距离数据ꎬ以如下方式构建空间矩阵:

Ｗｉｊ ＝
ｅ － ｄｉｊꎬ　 ｉ≠ｊ
０ꎬ　 ｉ ＝ ｊ{ (８)

其中ꎬ空间矩阵 Ｗｉｊ对角线上的值均为０ꎬｄｉｊ是城市 ｉ 和 ｊ 之间的地理距离ꎮ
为了提高实证结果的可靠性ꎬ笔者进一步加入既能刻画区域特征ꎬ又可能影响资本回报率的变量作为

控制变量ꎮ具体有:(１)政府规模(ＧＯＶ)ꎬ政府规模刻画的是政府对本地区市场的影响程度[２６]ꎬ实证中以

各城市政府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表示ꎻ(２)就业密集度(ＪＹＤ)ꎬ资本不变的情况下ꎬ增加劳动力投入会有

助于资本边际产出的递增ꎬ进而对资本回报率产生影响ꎮ本文以各城市就业人数与国土面积之比表示ꎻ
(３)人力资本(ＨＵＭ)ꎬ劳动力技能提升不仅会提升劳动力的产出ꎬ还使得资本匹配到了更高质量的劳动

０８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９ 年



力ꎬ推动资本回报率变迁ꎬ本文以各城市每百万人口中高校在校生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ꎻ①(４)研发投入

(ＴＣＰ)ꎬ研发投入是实现技术升级的重要途径ꎬ也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ꎬ本文以各城市人均科

研经费支出的自然对数表示ꎮ(５)城市生产率(ＳＣＬ)ꎬ生产率反映了城市的生产效率ꎬ生产率的变迁会影响

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ꎬ进而对资本回报率产生影响ꎮ文章以各城市 ＧＤＰ 与总就业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表示ꎮ

四、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分析

基于基础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中国２６５个城市的数据ꎬ笔者对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对制造业资

本回报率作用机制进行了面板 ＯＬＳ 回归ꎬ空间面板 ＳＥＭ 回归和空间面板 ＳＡＲ 回归ꎬ表４报告了相应的检

验结果ꎮ空间面板 ＳＥＭ 回归和空间面板 ＳＡＲ 回归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ｈｏ 统计量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ｍｂｄａ 统计量均在至少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ꎬ为此ꎬ采用空间计量检验结果所得结论是可靠的ꎮ此外ꎬ面板 ＯＬＳ 回归ꎬ空
间面板 ＳＥＭ 回归和空间面板 ＳＡＲ 回归所得结果中ꎬ变量预期符号和显著性上较为一致ꎬ这一定程度上表

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ꎬ这种稳定性不受回归方法变化的影响ꎮ

表４　 整体层面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类型对资本回报率影响的计量结果

回归方式 ＯＬＳ ＳＥＭ ＳＡＲ
解释变量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Ｍ ０. ０２７７∗∗∗

(３. ８１)
０. ２９１１∗∗∗

(１２. １６)
－ ０. ００４６∗∗∗

( － ２. ８７)
０. ０２７７∗∗∗

(２. ９７)
０. ４７６６∗∗∗

(１３. ７８)
－ ０. ００４２∗∗

( － ２. ５９)
０. ００６６∗∗∗

(３. ９９)
０. １８２∗∗∗

(４. ８７)
－ ０. ０００６∗∗

( － ２. ０３)

ＧＯＶ －０. ０５８６
( － ０. ５５)

０. ０９５３
(０. ９０)

－ ０. ０５６９
( － ０. ５３)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２)

０. １５１８
(１. ３３)

－ ０. ００２５
( － ０. ０２)

－ ０. ０００３
( － ０. ０２)

０. ０８０７
(１. ２１)

－ ０. ０００５
( － ０. ０３)

ＪＹＤ １. ６８８∗∗

(２. ３８)
１. ８０４∗∗

(２. ５０)
１. ６４９２∗∗

(２. ３７)
１. ８２７∗

(１. ９０)
２. ０１９７∗∗∗

(２. ７４)
１. ７８５∗

(１. ８７)
０. ３０８２∗

(１. ８９)
１. ０８１∗∗

(２. １３)
０. ３０３９∗

(１. ９３)

ＨＵＭ ０. ０２７９∗∗

(２. ３２)
０. ０２９４２∗∗∗

(３. ５２)
０. ０２２７∗

(１. ９０)
０. ０３０２∗∗

(２. ３９)
０. ０３４７∗∗∗

(４. ０８)
０. ０２５２∗

(１. ９１)
０. ００６５∗∗∗

(２. ７６)
０. ０１７３∗∗∗

(２. ６８)
０. ００５４∗∗

(２. ３５)

ＴＣＰ － ０. ０７３４
( － １. ４３)

－ ０. ００７４
( － ０. ７８)

－ ０. ０７１４
( － １. ３９)

－ ０. ０８７８
( － １. ２５)

－ ０. ００４２
( － ０. ４４)

－ ０. ０８７０
( － １. ２２)

－ ０. ０１３５
( － １. ４２)

－ ０. ００３９
( － ０. ６４)

－ ０. ０１３０
( － １. ３８)

ＳＣＬ ０. １９６３∗∗

(２. １０)
０. ２７０５∗∗∗

(１０. ３２)
０. １９３１∗∗

(２. ０７)
０. ２２０４∗∗

(２. ０２)
０. ２９９０∗∗∗

(９. ９６)
０. ２１５９∗

(１. ９７)
０. ０４１１∗∗

(２. ２５)
０. １６９０∗∗∗

(４. ７１)
０. ０４０５∗∗

(２. ２３)
Ｒｈｏ /

Ｌａｍｂｄａ — — — ０. ５３２８∗∗∗

(１４. １４)
０. ６６３２∗∗∗

(４２. ９７)
０. ５３４５∗∗∗

(１３. １５)
０. ９９６６∗∗∗

(６７１. ７５)
０. ３７２６∗∗∗

(３. １９)
０. ９９６６∗∗∗

(６７０. ５１)

Ｃ － ２. １６４∗∗

( － ２. １７)
－ ４. ０４∗∗∗

( － １０. ７８)
－ ２. ０２９∗∗

( － ２. ０４)
－ ２. ４１９∗∗

( － ２. ２３)
－ ４. ８１７∗∗∗

( － １１. ３５)
－ ２. ２６２∗∗

( － ２. ０６)
－ ０. ５１９２∗∗∗

( － ２. ６４)
－ ２. ５４８∗∗∗

( － ４. ８６)
－ ０. ４９０７∗∗

( － ２. ５２)
ＯＢＳ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Ｒ２ ０. １９３５ ０. ２２０８ ０. １９１１ ０. １９３６ ０. ２０３１ ０. １９１５ ０. ２２４５ ０. ２１６９ ０. ２１５４

　 　 注:Ｍ 为解释变量ꎬ代表 ＰＳＪꎬＭＪ 和 ＡＪꎮ∗∗∗ꎬ∗∗和∗分别代表在１％ ꎬ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为 ｔ 值ꎬＲｈｏ 和

Ｌａｍｂｄａ 为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ꎬ其中 Ｒｈｏ 为 ＳＡＲ 模型的检验系数ꎬＬａｍｂｄａ 为 ＳＥＭ 模型检验系数ꎬ以下同

对比三类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的估计系数可以得到如下发现:首先ꎬ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会对制

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ꎬ这表明:推进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有助于中国城市的资本回报率ꎬ
进而进一步激发资本的活力ꎻ其次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也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显著

的正向效应ꎮ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生产性服务资源以高端知识密集型要素融入制造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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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关于人力资本代理变量选择的建议ꎮ考虑到地级市层面就业人员中受教育状况的数据难以获

得ꎬ本文以地级市高校在校生人数表示ꎮ虽然在校生人数是一个“次优”代理变量ꎬ但在“最优”变量数据不可获得的情况

下ꎬ在校生是则成为“最优选择”ꎬ而且这一做法为学界广泛推崇ꎬ如陈建军等(２０１６) [２６] 和于斌斌(２０１６) [１９] 等均以地级市

在校生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研究ꎮ为此ꎬ该变量是相对科学可靠的ꎮ



环节[１０]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推动要素边际产出的提升ꎬ进而推动制造业资本回报

率的提升ꎮ值得一提的是ꎬ三种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中ꎬ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的系数均小于其与制造

业协同集聚的估计系数ꎮ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一方面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给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带来的正向效

应比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的正效应大ꎬ另一方面通过引导生产性服务资源从自身集聚向与制造业协

同集聚ꎬ可以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资源促进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提升的功能ꎮ最后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

业的协同集聚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显著的负效应ꎮ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资源有限性

约束下ꎬ一旦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生产过程形成协同集聚ꎬ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制造业所需的生产

性服务资源“份额”ꎬ进而使得制造业生产过程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性服务资源支持ꎬ从而对制造业资

本回报率产生不利影响ꎮ综合分析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就业密集度深化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ꎮ表４的９个方程中就业密集度变量的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正ꎬ这表明:一方面增强就业密集度可以成为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途径ꎻ另一方面本文

的实证结论与要素配置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吻合的ꎬ提升劳动力要素配置比能促进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ꎬ进
而推动资本回报率提升ꎮ然而根据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或人口普查计算ꎬ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到令人难

以置信的程度[２９]ꎬ为此ꎬ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ꎬ通过这一手段来提升资本回报率已经难以为继ꎮ此外ꎬ这
一实证结果也给中国未来的资本回报率提升带来了警示:生育率降低会引致就业密集度降低ꎬ进而对制造

业资本回报率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ꎬ因而克服这一不利因素的影响也是未来提升资本回报率、激发资本要

素活力的必由之路ꎮ

表５　 变更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回归方式 ＯＬＳ ＳＥＭ ＳＡＲ
解释变量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Ｍ
０. ０３９８∗∗∗ ０. ５４１∗∗∗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９８∗∗∗ ０. ６８９∗∗∗ －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１４４∗ ０. ２８７∗∗∗ － ０. ０００５９∗

(４. ２９６) (１１. ４７) ( － ３. ４３５) (３. ４６４) (１３. ２９) ( － ３. ０８３) (１. ８６８) (４. ７５２) ( － １. ８４２)

ＧＯＶ
－０. ０６５７ － ０. ００９５２ － ０. ０６１２ ０. ００９３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０４２７ －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１４３ － ０. ０４６４

( － ０. ４９８) ( － ０. ０７１) ( － ０. ４６３) (０. ０７２３) (０. ７６８) (０. ０３３０) ( － ０. ３２３) (０. ２０８) ( － １. ０４０)

ＪＹＤ
２. １１９∗∗ １. ２６３∗∗ ２. ０６１∗∗ ２. ２９０∗ １. ８４６∗∗ ２. ２２９∗ １. ０００∗∗ ０. ５８０∗∗ ０. １３１∗∗

(２. ２１９) (２. ３８８) (２. ２１４) (１. ７９６) (２. ００９) (１. ７７０) (２. ２４７) (２. １９３) (２. ２６８)

ＨＵＭ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３３８∗∗

(２. ３００) (２. ４２７) (１. ８１０) (２. ４０４) (３. ２４１) (１. ８６９) (１. ２４５) (２. ０６６) (２. ０５３)

ＴＣＰ
－ ０. ０８９７ ０. １１６ － ０. ０８６９ － ０. １０８ ０. ０８９３ － ０. １０７ －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６２１ － ０. ０００９３５

( － １. ４５１) (１. １６５) ( － １. ４０８) ( － １. ２６２) (０. ６９９) ( － １. ２２９) ( － ０. ９６３) (０. ７０４) ( － ０. ６２４)

ＳＣＬ
０. １９６∗∗ ０. １９８∗∗∗ ０. １９２∗∗ ０. ２７１∗∗ ０. ３０７∗∗∗ ０. ２６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６∗∗∗ ０. ０１４２∗∗∗

(２. １３３) (６. ６８２) (２. １００) (２. ０４３) (７. ７１８) (１. ９８６) (１. ２０８) (４. １２６) (４. ７３９)
Ｒｈｏ /

Ｌａｍｂｄａ — — —
０. ５４２∗∗∗ ０. ６５４∗∗∗ ０. ５４３∗∗∗ ０. ３８５∗ ０. ３６５∗∗∗ ０. ９９７∗∗∗

(１６. １３) (３４. ８７) (１４. ８６) (１. ９５６) (３. ０２６) (６７６. ７)

Ｃ
－ ２. ６３９∗∗ － ４. ７２∗∗∗ － ２. ４４４∗∗ － ２. ９７０∗∗ － ５. ７７∗∗∗ － ２. ７４２∗∗ － １. ３４２ － ２. ５１∗∗∗ － ０. ２０４∗∗∗

( － ２. １９３) ( － １０. ２１) ( － ２. ０４３) ( － ２. ２５９) ( － １１. １０) ( － ２. ０６８) ( － １. ２５６) ( － ４. ７５５) ( － ５. ９５２)
ＯＢＳ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５
Ｒ２ ０. １８８６ ０. １８８６ ０. １８５８ ０. １８８４ ０. １９４６ ０. １８６０ ０. １８８６ ０. １９８０ ０. １４３８

　 　 注:∗∗∗ꎬ∗∗和∗分别代表在１％ ꎬ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是人力资本深化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ꎮ该变量在９个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显著为正ꎮ这
一结论表明:首先ꎬ人力资本变量的估计结果也符合了边际产出理论的基本观点ꎬ为此ꎬ实证结果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ꎻ其次ꎬ未来可以通过适度扩大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大力提升高等院校学生教育质量和加大技能

教育培训投入等手段持续提升人力资本规模和质量ꎬ为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

支持ꎻ最后ꎬ人力资本可以成为弥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重要手段ꎬ可见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可以成为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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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重要手段ꎮ
三是生产率的提升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促进功能ꎮ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生产率

的提升往往意味着单位要素产出的提升ꎬ进而推动要素回报率的提升ꎮ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力技能是

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途径ꎬ为此ꎬ提升技术水平和劳动者技能可以成为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渠道ꎮ值得一

提的是政府规模变量对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并不显著ꎬ为此ꎬ通过增加或降低财政支出难以达到优化制造

业资本回报率的效果ꎮ此外ꎬ人均研发投入变量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也不显著ꎮ研发对资本回报

率的作用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发投入会推动技术进步ꎬ进而推动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回报率提

升ꎻ另一方面研发投入往往源于企业的利润ꎬ为此ꎬ越大的研发投入对利润的挤占越大ꎬ进而不利于资本回

报率的提升ꎮ因而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本质原因在于:中国研发投入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

的正向作用小于其对利润挤占引致的负效应ꎬ即研发投入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幅度不够大ꎬ无法抵消其对利

润挤占带来的负效应ꎮ

(二) 稳健性检验

前文面板 ＯＬＳ 回归ꎬ空间面板 ＳＥＭ 回归和空间面板 ＳＡＲ 回归所得结果在预期符号和显著性方面保

持了一致ꎬ已经从变更计量方法视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ꎮ为更好确保前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ꎬ进一步运用

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通过变更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ꎮ刘晓光和卢锋(２０１４) [６]

与黄先海等(２０１１) [２３]的研究表明:资本回报率有包含税收和不包含税收两类测度方法ꎬ前文所测度的资

本回报率不包含税收ꎮ为此ꎬ借鉴刘晓光和卢锋(２０１４) [６]的做法ꎬ笔者将本年应交增值税与利润之和除以

固定资产来衡量制造业含税资本回报率ꎬ表５报告了制造业含税资本回报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ꎮ可知:稳健

性检验结果在预期符号和显著性上与表４ 相比ꎬ并无明显差异ꎬ因而前文的检验结果是稳健可靠的ꎮ

表６　 变更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回归方式 ＳＥＭ ＳＡＲ

解释变量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Ｍ
０. ０２９１∗∗∗ ０. ５２８∗ －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２７０∗∗∗ ０. ４６４∗∗ － ０. ００４７∗∗∗

(３. ５８４) (１. ９１３) ( － ２. ８７８) (３. ５８６) (１. ９７０) ( － ２. ９０６)

ＧＯＶ
－０. ０４１４ ０. １０２ － ０. ０４９０ － ０. ０６４４ － ０. ０２２６ － ０. ０６３１

( － ０. ４６３) (０. ５０６) ( － ０. ５１７) ( － ０. ６６１) ( － ０. １４９) ( － ０. ６６０)

ＪＹＤ
１. ７３７∗∗ １. ４４４∗ １. ６７９∗∗ １. ７１５∗ １. ００７ １. ６７７∗

(２. ０５５) (１. ６８８) (２. ０１８) (１. ９５８) (１. ５４１) (１. ９５３)

ＨＵＭ
０. ０２８５∗∗∗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２３０∗∗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２２８∗∗

(２. ６１２) (１. ８８０) (２. ０４８) (２. ４５０) (２. １７７) (１. ９８８)

ＴＣＰ
－ ０. ０７４８ ０. ０８８９ － ０. ０７２３ － ０. ０７５５ ０. ０９６７ － ０. ０７３８

( － １. ３８３) (０. ７２１) ( － １. ３５３) ( － １. ３３２) (０. ７０３) ( － １. ３００)

ＳＣＬ
０. ２０３∗∗ ０. ２４９∗ ０. １９６∗∗ ０. １９６∗ ０. １９９∗ ０. １９３∗

(２. １２６) (１. ８７４) (２. ０１５) (１. ９５５) (１. ９３４) (１. ９３０)
Ｒｈｏ /

Ｌａｍｂｄａ
３. ２９０∗∗∗ ０. ５９１∗ ３. ２８３∗∗∗ １. ６７８∗∗ １. ６０１∗∗ １. ６７３∗∗

(４. ０５１) (１. ９５４) (３. ９２６) (２. ２２０) (２. １５０) (２. １５１)

Ｃ
－ ２. ２５０∗∗ － ４. ７０２ － ２. ０７１∗∗ － ２. １０４∗∗ － ３. ８０７ － １. ９６６∗∗

( － ２. ２７３) ( － １. ４１４) ( － ２. ０１６) ( － ２. １８１) ( － １. ４３９) ( － ２. ０４２)

ＯＢＳ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Ｒ２ ０. １９４３ ０. ２１３９ ０. １９１５ ０. １９３３ ０. ２０６８ ０. １９１２

　 　 注:∗∗∗ꎬ∗∗和∗分别代表在１％ ꎬ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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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通过变更计量检验空间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ꎬ笔者进一步运用经济空间权重作为空间矩阵进行

稳健性分析ꎮ借鉴于斌斌(２０１６) [１９]的研究ꎬ笔者构建如下经济空间权重矩阵:
Ｗｅ

ｉｊ ＝Ｗｄ
ｉｊｄｉａｇ(􀭵Ｙ１ /􀭵Ｙꎬ􀭵Ｙ２ /􀭵Ｙꎬ􀭵Ｙ２ /􀭵Ｙꎬ􀆺􀭵Ｙｎ /􀭵Ｙ) (８)

其中ꎬＷｅ
ｉｊ 为空间经济矩阵ꎬＷｄ

ｉｊ 为空间距离矩阵 ꎬ􀭵Ｙｉ ＝
∑
ｔｎ

ｔ０

Ｙｉｊ

ｔｉ － ｔ０ ＋ １ 考察 ｉ 城市的平均 ＧＤＰꎬ􀭵Ｙ ＝

∑
ｎ

ｉ ＝ １
∑
ｔｎ

ｔ０

Ｙｉｊ

ｎ(ｔｉ － ｔ０ ＋ １) 考察的是２６５个城市在考察期间的平均 ＧＤＰꎬ表６报告了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

验结果ꎮ可知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ꎬ仅有略微不同ꎬ即就业密集度变量的显著性有一定的下降ꎬ
在 ＳＡＲ 方程的 ＭＪ 估计中呈现出显著性小于１０％的情况ꎬ但其 ｔ 值为１. ５４１已经非常接近１０％ 的显著性ꎮ
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加入 ＧＤＰ 权重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就业密集度的作用力ꎬ从而使

得其显著性下降ꎮ综合两类稳健性检验结果ꎬ我们可以推定前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可靠的ꎮ
表７　 时间异质性层面 ＳＡＲ 模型回归结果

时间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解释变量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Ｍ
０. ００５６３∗ ０. １７６∗∗ ０. ０００４５９ ０. ００６３３∗∗ ０. １７８∗∗ － ０. ０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５９∗∗∗ ０. ２１４∗∗∗ － ０. ０００６６∗

(１. ６８５) (２. ２４９) (０. ６６６) (２. ３９７) (２. ３４５) ( － ０. ４７７) (３. ４７１) (４. ０２０) ( － １. ９２６)

ＧＯＶ
０. ０３３６ ０. ２１０∗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１９２ ０. １７４∗∗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０６３１ ０. １２５ － ０. ００１３１

(１. ０３９) (１. ７２２) (０. ９３６) (０. ７１７) (１. ９７９) (０. ６００) (０. ２７４) (１. ４８４) ( － ０. ０６０)

ＪＹＤ
１. １５０∗∗∗ ０. １１２ １. １４７∗∗∗ ０. ３５８ ０. ０２１７ ０. ３４６ ０. ３１８ １. ２３６∗ ０. ３２２∗

(４. ６０８) (０. １４５) (４. ４８９) (１. ４００) (０. １０１) (１. ３６２) (１. ５６９) (１. ８８０) (１. ６８０)

ＨＵＭ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０５５９∗∗

(２. １２８) (３. ５３０) (１. ８２０) (２. ６８０) (４. １３５) (２. ３１１) (２. ７１３) (２. ５０２) (２. ３２１)

ＴＣＰ
－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１３２ － ０. ０１８９ －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６７ － ０. ０１６８ － ０. ０１４８ － ０. ００４９４ － ０. ０１３５

( － １. ４５２) (０. ３２４) ( － １. ４３１) ( － １. ４７５) (０. ４３９) ( － １. ４４３) ( － １. ４４３) ( － ０. ６７７) ( － １. ３６４)

ＳＣＬ
０. ０６１４∗∗ ０. ２６２∗∗∗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５２５∗∗ ０. ２０２∗∗∗ ０. ０５１８∗∗ ０. ０４４６∗∗ ０. ２０６∗∗∗ ０. ０４１８∗∗

(２. ２２５) (９. ０４３) (２. ２０８) (２. ２８２) (７. ５６５) (２. ２５０) (２. ２３９) (３. ９０３) (２. １７１)

Ｒｈｏ
０. ９９７∗∗∗ ０. ９７６∗∗∗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０. ９７６∗∗∗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０. ２９１∗ ０. ９９７∗∗∗

(７６８. ３) (１２. ７２) (７６７. ５) (６９５. ６) (１３. ５１) (６９５. ３) (６７６. ９) (１. ７７４) (６７９. １)

Ｃ
－ ０. ７４７∗∗ － ３. ８８５ － ０. ７３５∗∗ － ０. ６５３∗∗∗ － ３. １７４ － ０. ６２８∗∗ － ０. ５５８∗∗∗ － ３. ０９６∗∗∗ － ０. ５０５∗∗

( － ２. ５３１) (１. ２３３) ( － ２. ４１７) ( － ２. ６５４) (１. ３６０) ( － ２. ５２０) ( － ２. ６０１) ( － ４. ００２) ( － ２. ４５１)

ＯＢＳ １ꎬ５９０ １ꎬ５９０ １ꎬ５９０ ２ꎬ１２０ ２ꎬ１２０ ２ꎬ１２０ ２ꎬ６５０ ２ꎬ６５０ ２ꎬ６５０

Ｒ２ ０. １２６３ ０. １５２９ ０. １２９１ ０. １７２１ ０. １９３６ ０. １７１１ ０. ２１０５ ０. ２０５９ ０. ２１３２

　 　 注:∗∗∗ꎬ∗∗和∗分别代表在１％ ꎬ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三) 时间与距离异质性检验

本部分进一步从时间和距离异质性视角就集聚类型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进行检验ꎮ考虑到表４
中 ＳＥＭ 模型和 ＳＡＲ 模型在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和预期符号上较为一致ꎮ而 ＳＡＲ 模型回归结果的可决

系数均大于 ＳＥＭ 模型ꎮ为此ꎬ为免累赘异质性计量结果均采用 ＳＡＲ 模型分析ꎮ表７报告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４三个时间段的回归结果ꎮ可知:首先ꎬ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及其与制造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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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集聚系数的估计值显著为正ꎬ与整体层面具有一致性ꎬ这表明二者促进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功能在不同

的时间段均稳健存在ꎮ值得一提的是ꎬ两类集聚的系数呈现出一定的提升趋势ꎬ这一定程度上表明生产性

服务资源自身集聚及其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强ꎻ其次ꎬ生产性服务资

源与农业协同集聚的估计系数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２两个时间段并不显著ꎬ而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显著

为负ꎮ这表明: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资源的“挤占”现象主要出现在２０１２
年后ꎬ２０１２年后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供给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于生产性服务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ꎬ从而使得

生产性服务资源的“有限性”矛盾更为突出ꎮ

表８　 距离异质性层面 ＳＡＲ 模型回归结果

空间距离 ０~３００ＫＭ ３００ＫＭ ~５００ＫＭ ５００ＫＭ 以上

解释变量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ＰＳＪ ＭＪ ＡＪ

Ｍ
０. ００８９∗∗∗ ０. ２１４∗∗∗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２７∗∗∗ ０. ４５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６１∗∗∗ ０. ４６７ － ０. ００４６∗∗∗

(４. ００８) (２. ６３１) ( － ２. １８８) (３. ６６５) (０. ９７３) ( － ２. ８９１) (３. ５１１) (０. ９９３) ( － ２. ８４３)

ＧＯＶ
０. ０６４７∗∗ ０. １０７ ０. ０６５１∗∗ － ０. ０６１３ － ０. ０１２４ － ０. ０５９８ － ０. ０５９１ － ０. ００７２４ － ０. ０５７３

(２. ５３７) (１. ３５２) (２. ５２１) ( － ０. ５９２) ( － ０. ０７６) ( － ０. ５９０) ( － ０. ５５２) ( － ０. ０４３) ( － ０. ５４４)

ＪＹＤ
０. ４０６∗∗ ０. ２０７ ０. ４２２∗∗ １. ７０５∗∗ ０. ９８４ １. ６６７∗∗ １. ７２９∗∗ １. ００６ １. ６９３∗∗

(２. ４７８) (０. ７５６) (２. ４５７) (１. ９８９) (１. ４８９) (１. ９８４) (１. ９８９) (１. ５１９) (１. ９８４)

ＨＵＭ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２３０∗∗

(４. ８４１) (３. ４２８) (３. ９０８) (２. ４３９) (２. １８１) (１. ９９０) (２. ４３４) (２. １８９) (１. ９９９)

ＴＣＰ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２５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７４４ ０. ０９７５ － ０. ０７２６ － ０. ０７９１ ０. ０９３９ － ０. ０７７５

( － １８. ６２) (０. ９７８) ( － １８. ２２) ( － １. ３７２) (０. ７０６) ( － １. ３３６) ( － １. ４１８) (０. ６８６) ( － １. ３８８)

ＳＣＬ
０. １０６∗∗∗ ０. １３２∗∗∗ ０. １０６∗∗∗ ０. １９７∗ ０. ２００∗ ０. １９４∗ ０. １９７∗ ０. ２０１∗ ０. １９４∗

(４１. ５９) (４. ６２８) (３８. ２２) (１. ９４８) (１. ９２７) (１. ９２５) (１. ９５０) (１. ９３７) (１. ９２８)

Ｒｈｏ
０. ９２２∗∗∗ ０. ７８０∗∗∗ ０. ９２２∗∗∗ １. ６７６∗∗ １. ５９１∗∗ １. ６７２∗∗ － ０. ３０５∗ － ０. ５２０∗∗ － ０. ３１４∗∗

(１１. ６３) (３. ７５２) (１１. ６１) (２. ２３５) (２. ２０６) (２. １６６) ( － １. ９３９) ( － １. ９９６) ( － ２. ０２０)

Ｃ
－ １. ２３９∗ － ２. ４１８ － １. ２２０∗ － ２. １２５∗∗ － ３. ８７６ － １. ９９０∗ － ２. ０７７∗∗ － ３. ８４５ － １. ９４６∗

(１. ８２５) (１. ２４６) (１. ８１５) ( － ２. ０７４) ( － １. ４１３) ( － １. ９５０) ( － ２. ０１１) ( － １. ４０２) ( － １. ８９０)

ＯＢＳ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２ꎬ９１５

Ｒ２ ０. １９８１ ０. ２０４３ ０. １９２０ ０. １９３０ ０. ２０４１ ０. １９０６ ０. １９１８ ０. ２０４１ ０. １９０１

　 　 注:∗∗∗ꎬ∗∗和∗分别代表在１％ ꎬ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多表明:在空间距离的作用下ꎬ变量之间的作用力可能会具有衰减特征ꎮ为此ꎬ笔者

通过重新设定空间距离矩阵的形式ꎬ从距离异质性视角就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

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ꎮ表８报告了不同距离的实证结果ꎮ①可知:首先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

集聚变量仅在０~３００公里内显著ꎬ在３００~５００公里和５００公里以上中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ꎮ这表明:生产性服

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表现出显著的衰减特征ꎬ其正效应的距离上限为

５８　 第 ７ 期 　 　 刘　 慧ꎬ杨　 君ꎬ吴应宇: 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模式会影响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吗?

①需要指出的是３００公里是笔者多次“试错”所得到的结论ꎮ由于 Ｋ 公里(２５０ < Ｋ <５００)到５００公里的实证结果中生产性服

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估计系数往往不显著(其他两类集聚则任何距离下均显著)ꎬ笔者以１０公里为单位ꎬ对０~２８０公里、
０~２９０公里、０~３００公里、０~３１０公里和０~３２０公里均进行了实证检验ꎬ结果显示:０~２８０公里、０~２９０公里和０~３００公里的估计结

果均显著ꎬ其余估计结果则不显著ꎮ为此ꎬ笔者以３００为界限进行实证分析ꎮ



３００公里ꎻ其次ꎬ三种距离条件下ꎬ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ꎬ结合前文整体层面的实

证结果可知ꎬ虽然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可能大于生产性服务

资源自身集聚ꎬ但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正向作用的空间更大ꎬ即协同集聚虽有深度ꎬ
但缺乏广度ꎬ可见两类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各具优势ꎻ最后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协同集

聚在三类距离条件下均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不利影响ꎮ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生产性

服务资源具有无形性特征ꎬ其服务制造业和农业时无需像实体商品一样运输ꎮ为此ꎬ生产性服务资源能为

非常远距离的(如跨国外包)生产商提供服务ꎮ生产性服务资源一旦与农业形成集聚ꎬ这种“挤占”效应的

影响距离会非常远ꎬ进而使得这一变量在三类距离中均表现为负效应ꎮ①

五、 结论与启示

提升生产性服务资源和资本要素服务经济增长的水平是当前我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战略

支撑ꎬ而优化资本回报率和生产性服务资源配置模式是实现上述战略支撑的关键途径ꎮ为此ꎬ理清生产性

服务资源集聚模式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ꎬ对于中国提升生产性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激发资本要

素活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ꎮ鉴于此ꎬ本文在测算出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程度

的基础上ꎬ运用空间计量方法首次深入剖析集聚模式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ꎬ并进一步从时间和

距离异质性视角刻画上述机制ꎮ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一是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及其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均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ꎬ这一正效应呈现出日趋增强的趋势ꎬ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的协同集

聚则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冲击ꎬ这一负向冲击主要产生于２０１２年后ꎻ二是虽然生产性服务资源

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大于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ꎬ但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

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正向作用的显著性上限为３００公里ꎬ地理距离对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

聚正向效应的制约力则不显著ꎻ三是就业密集度、人力资本深化和生产率提升均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

的提升ꎮ就业密集度的正效应也对人口增长乏力的中国提出了警示ꎬ而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提升的正效率则

表明ꎬ中国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持续提升还有赖于劳动者技能提升和技术进步ꎻ四是研发投入对制造业资本

回报率的作用力不显著ꎬ这一定程度上表明ꎬ中国研发的投入产出效率偏低ꎬ以至于用于研发投入所产生

的利润无法抵消其所挤占“利润”ꎬ有陷入“研发投入递增、资本回报率递减”的研发悖论倾向ꎬ为此ꎬ优化

研发投入模式迫在眉睫ꎮ
本文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生产性服务资源与资本回报率交叉研究的空白ꎬ从集聚类型视角为理解生产

性服务资源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ꎮ此外本研究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内涵:首
先ꎬ在制造业集聚区３００公里内ꎬ鼓励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向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资本回报率的

提升ꎮ这一政策措施的优势在于ꎬ其本质上相当于生产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结构的优化ꎬ能在无需增加生产

性服务资源供给的条件下ꎬ增强生产性服务资源提升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效率ꎻ其次ꎬ生产性服务资

源与农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冲击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性服务资源“有限性”引致的挤

占效应ꎮ为此ꎬ可以通过增强生产性服务领域资本投入、优化生产性服务企业经营环境、大力引进境外高水

平生产性服务和加大高端服务业政策支持力度等手段提升生产性服务资源的供给规模与质量ꎬ以缓解生

产性服务资源“有限性”给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带来的提升瓶颈ꎻ再次ꎬ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中国

缓解人口老龄化给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带来不利冲击的重要手段ꎮ为此ꎬ加大高等教育投入、提升高等教育

质量是今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途径ꎻ最后ꎬ研发悖论现象的存在使得资本回报率提升常用的

“研发投入 技术进步 资本回报率提升”途径在中国似乎显得难以企及ꎮ为此ꎬ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研

发投入产出的模式ꎬ逐步消除研发投入产出中不当配置和不当“损耗”ꎬ并科学合理地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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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无形性特征也使得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能为非常远的制造业提供服务ꎬ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自身集聚变量在

三个距离上均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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